
第五章 甯氏与岭南土著的融合

钦州地区的土著民族是俚人，他们世代居住在这个地方，虽然社会经济相对

落后，但是也有自己的社会组织和运营轨迹。甯氏家族从北方来到钦州地区世袭

行政长官，他们采取了正确的民族政策，与当地俚人和睦相处，相互学习，共同

开发北部湾地区。史书多称他们为俚人或僚人、越人、蛮，正说明他们已将自身

融入当地土著民族文化之中，可以说，甯氏家族应当是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

南部边疆稳定的典范。

第一节 开发民族新区

甯猛力是个非常有思想的人，可以说是甯氏族家族开发环北部湾的首位功

臣。他承袭父职任安州刺史之后，首先考虑的一点就是如何拓展辖区范围。陈后

主祯明年间（公元 587～公元 589 年），甯猛力派遣他的弟弟甯暄带兵进驻合浦大

廉洞一带，开辟新县，扼住东南沿海。当时合浦大廉洞一带居住着俚、僚人民，

由于社会经济比较落后，尚未编户入籍。大廉洞又称大廉山。所谓“洞”，应为

“垌”，是古越语，即在山冲间平坦的田野。大廉山在合浦县东北一百里，位于

合浦县曲樟乡璋嘉村和公馆镇创村、六甘村的交界处，盘礴数十里，与博白县蟠

鳞山相连。《元和志》：唐廉州，取大廉洞为名。《舆地纪胜》：大廉县有大廉洞。

《廉州府志》：东汉时费贻为合浦太守，有廉名，离任之日，百姓追送至此，遂

将此山称为大廉山。这里是丘陵谷地，地势起伏较大，大廉山等丘陵群斜贯东、

西两侧，有海拔 200 米以上的岭丘 9座，最高的龙岸头山海拔 311 米，中部为六

湖洞。这里生态环境保护得好，直到清朝道光年间还有象群践踏群众庄稼。甯暄

开发大廉洞以前，这里还是无人管辖的地方。他动员洞民下山编户入藉，开荒种

地，并在此创立了一个新县，名叫大廉县，隶属合浦郡管辖。后来陈灭隋兴，隋

王朝悉获他已在合浦一带拥兵自重，便任他为合浦太守。开皇十八年（公元 508

年）甯长真以同样的方法，在今灵山县旧州圩一带地区开辟南宾新县。第三年，

又在灵山县新圩镇南部开辟遵化县，并将上述两个新县划归钦州管辖。隋灭唐兴，

唐王朝亦仍任他为合浦太守，继续掌管合浦地方军政事务。

唐朝武德初年，甯暄死，儿子甯纯袭父职。甯纯和他父亲一样，继续对少数



民族做怀柔工作，以扩大势力。“（甯）纯善抚众，招来蔡龙洞民，辟其四境，请

立为县。”
[1]
甯纯在今浦北县福旺圩和灵山武利圩一带开辟了蔡龙、东罗两个新

县。之后，唐朝廷将两县与封山县增置为姜州，任命甯纯为姜州刺史。与此同时，

族人甯道明也在今合浦县北部和东部开辟安昌、高平、大都三个新县，唐朝廷将

上述三县与大廉、合浦两县合并置越州，任命甯道明为越州刺史。

甯暄父子在合浦大廉洞站稳脚跟，甯猛力自己则亲自率军向钦州西部开辟新

区，拓展地盘，扩大势力。钦州以西的地区隋唐时笼统称西原蛮地。据《新唐书·南

蛮传》载：“西原蛮，居广、容之南，邕桂之西。有甯氏者，相继为豪。又有黄

氏居黄橙洞(今广西扶绥县境），其隶也。”西原地方很宽，据宋人胡三省说“西

原蛮……其地西接南诏……北接道州、武岗（湖南南部），依阻峒穴，绵地数千

里”
[2]
。这样广大地区的土人都臣服于甯猛力，都是甯猛力自己去做工作取得的，

说明甯猛力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的方法是正确的。但是甯猛力在陈末隋初时的

势力是否达到“西接南诏，北接道州、武岗”这样宽的地域呢？尚有讨论的必要。

在史籍中以及甯贙、甯道务的碑文里，我们还未发现甯猛力的足迹曾达到以上地

方的记载。我们踏遍滇桂、湘桂交界各地，也从未听到有关甯氏家族到达上述地

区的民间传说。据此推论，西原蛮臣服于甯猛力时仅是指他们早期活动的地域。

西原蛮早期活动的地域是以广西扶绥县为中心，范围大致包括今日的上思、崇左、

扶绥、龙州、天等、靖西一带。到了唐至德年间，西原人民起义，其势力才扩展

到与南诏、道州、武岗交接的地方。其时，甯氏家族已经衰落了。因此，臣服于

甯猛力的西原蛮，或仅指其在钦州以西的大新县周围县地。西原地区隶属甯猛力

后，甯氏家族在有隋一代就拥有西至扶绥、北接南宁、东至博白县、南有北部湾

这样东西干余里，南北五百余里，有山、有海、有平原的广大地域，成为岭南举

足轻重的地方势力。

尽管经过甯猛力的努力，许多俚僚人民仍然未愿意编籍入户，因此还不能增

置新县。直至贞观十二年（公元 638 年），“清平公李弦节，遣钦州首领甯师京寻

刘方故道，行达交趾，开拓夷獠，置瀼州”
[3]
。瀼州在今上思县境，唐贞观时“领

县四：临江、鹄山、宏波、零远，与州同置”。
[4]
甯氏族人为祖国南部边疆新开



拓了许多州县，向这些地区的人民传播先进的汉文化，使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在

经济文化上，缩短了与汉族的距离，无疑是甯氏家族的一大功绩。

第二节 与土著民族和平相处

隋唐至五代，甯氏家族辖地的居民绝大部分是土著民族，史书中分别称他们

为俚、僚、西原蛮（黄垌蛮）、乌浒等名。这些族称实际上都是现代壮族在不同

历史时期的称谓。从史载可知，唐至五代时期，俚、僚、西原蛮（黄垌蛮）、乌

浒主要分布在今广东西部、湖南南部、广西全境及黔桂交界、滇桂交界等地，其

中西原蛮（黄垌蛮）分布在桂西及滇东南的文山一带。其分布与此前的壮族先民

的分布区域大致相同，但由于社会发展状况和分布区域的不同，以及历史上名称

的不同而有异。

当时钦州以西的广大地方尚未设有具体州县，统称“蛮地”，经济文化都比

较落后，特别是西原地区和合浦大廉洞一带的少数民族，绝大部分人还过着比较

原始的氏族生活。国子祭酒韩愈在谈到西原地区人民的社会情况时说：“臣去年

贬岭外，熟知黄家贼事。其贼无城郭可居，依山傍险，自称洞主。寻常亦各营生，

急则屯聚相保。”
[5]
合浦大廉洞一带的少数民族社会情况也和西原地区差不多。

据《南齐书·州郡志》说：“越州镇临漳郡，本合浦北地。夷獠丛居，隐伏岩障，

寇盗不宾，略无编户。”由于以上地区，地处边远，比较先进的汉文化很难直接

影响到其中腹地，长期以来其内部社会发展较缓慢。甯氏家族统治钦廉地区后，

与当地土著民族全面接触，传播先进的汉文化，遂渐改变他们的社会结构。

从历史经验发现，从中原地区来到岭南的历代政权，凡是采取团结当地土著

民族的，其政权就稳定，社会就发展；而一味采取武力镇压的，往往造成社会混

乱。南越国时期赵佗采取“和辑百越”为中心的民族政策就是成功的案例。南越

王立国之初，首先碰到的是如何处理好汉、越（包括壮族先民）间民族严重对立

与隔阂问题。因为秦朝统一岭南，发生了激烈的“秦瓯战争”，后来西瓯人失败，

存在严重的民族对立情绪。这时赵佗兼并桂林、象郡，又伤害了西瓯、骆越人的

利益和感情，激起新的矛盾。因此，赵佗要在岭南立足，并求得有所发展，必须

采取相应的民族政策，以取得南越辖境的西瓯、骆越民族的拥护和支持，方可安



定。赵佗是一位比较有政治头脑的人。他制定了一套以“和辑百越”为中心的民

族政策，并且始终不渝地贯彻实施，从而增进了汉、越民族的团结，安定了社会

秩序。甯猛力有文化，肯定读过《史记》，知道南越国旧事。因此在对待当地的

土著民族方面，也采取“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隋唐时期，甯氏辖地有黄姓、

侬姓、韦姓等大族，每族都有自己的军事首领；以酋长为主，全族人组成能攻善

守的武装部族。这种部族平时耕耘种地，若有战事则人人参战。显然，甯猛力如

果仅是用武力征服他们是很困难的。他对待那里的少数民族是以诚心相待，说服

为主。《甯贙墓志铭》说他“舆礼政事”，实非饰词。由于甯猛力在少数民族中“舆

礼政事”，他与各族人民的关系很快就密切起来。从综合材料分析，当时甯氏族

人团结当地土著民族的主要措施是：

第一，团结和利用越族中的上层人物，参加甯氏的统治集团，为巩固其统治

地位效劳。这一点与南越国的政策极其相似。南越国建国时就把越族中势力极大，

具有很高威望的大奴隶主贵族吕嘉吸收为王朝丞相，又封其弟为将军，吕氏宗族

70余人为长吏。另外，越族中还有许多显贵如归义侯郑严和田甲，驰义侯何遗，

越郎都稽，湘成侯桂林监居翁，瓯骆佐将黄同，僚侯毕取，揭阳县令史定等等，

都被吸收在军队和政权中担任要职。甯氏族人开辟大廉、南宾、蔡龙、东罗、安

昌、高平、大都、临江、鹄山、宏波、零远共 11 个新县，之所以在短时间内获

得成功，主要是说服了各部落酋长，并向朝廷申报，委任给他们相应的职务，参

与实质性的行政管理。在征伐林邑、高丽战争中，甯氏部兵动辄数千人，应当是

各个部落酋长部兵所组成。在当时来说，团结了当地的部落酋长也就等于团结了

当地的土著人民。

第二，尊重土著风俗，“以其故俗治”。这一点南越国赵佗做得最好，他喜穿

越服，对外自称“蛮夷大长老”。这是赵佗在南越立国，传袭 5代 93 年的一条颇

为成功的民族政策。汉武帝平南越后，依然“以其故俗治”。甯猛力、甯长真都

曾被称为“俚帅”“越人”等族称，正是说明他们与当地土著民族已融为一体的

实际情况。他们带数千俚兵出征，当然也会讲越语（俚人语），否则就不好指挥。

在与北方官员和北方军队接触过程中，人们常听到他们讲越语，自然也就把他们



当俚人看待。俚人是钦州地区的土著民族，由于居住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生产生活

特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如服饰方面，跣足左衽、断发文身、服色尚

青、凿齿拔牙等；饮食方面，鼻饮，喜食生猛、糯米酸菜；居住方面，习居“干

栏”；婚姻方面，不用媒聘，踏歌为婚、不落夫家等；丧葬方面，停丧待葬，捡

骨重葬等，都受到甯氏族人的尊重。

第三，与俚人权力观念相交融。现在学术界多认为，北流型铜鼓是冯氏铜鼓，

灵山型铜鼓是甯氏铜鼓。这种观点能否成立？有待更深入的研究才能作出最后的

结论，但至少可以说明甯氏家族与灵山型铜鼓有密切关系。铜鼓是俚人权力的象

征，它具有人权和神权的功能。俚人酋长依靠铜鼓来聚众、议会、征伐、判诉等，

可以说没有铜鼓他们就会失去生活的灵魂。甯氏族家族深知铜鼓对团结俚人、巩

固政权的重要性，因此大力支持俚人制造铜鼓，使用铜鼓。这种举措实际上是默

认了俚人的权力观念。

第三节 传播汉文化

一、甯氏家族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甯氏家族的文化水准在岭南各少数民族酋帅中，可以说是名列前茅，他们从

小就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当时钦州尚未设有学校，甯氏族人都是继承家学，一

代传一代从未间断。《甯道务墓志铭》说甯氏族人“生子髫龀之岁，克承诗礼之

风。满门修学之英，名擅簪缨之望”，即是说明这一情况。由于其注重对青少年

一代的教育，历代都出现了一些文化水平很高的文人。《甯贙墓志铭》评价甯贙

的文化程度时说：“公自惠好自研，齐叔乡之德，箴诫和诱，同孟明之温；于藻

进贤，常吟雅颂。”甯贙曾随其兄甯长真出征林邑，任水军先锋，指挥作战，机

动灵活；编师檄队，颇有谋略。甯长真与甯贙是同辈人，为兄长。乃弟如此，乃

兄自然也有一定的汉文化素养，否则其在生之时，何以能率部南征北战？甯道务

也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墓志中说他“幼而颖悟，长而风清。涉猎乎六艺之场，牢

笼乎百氏之苑。海内之学，尽在公门”。甯道务曾官至爱州牧、郁林牧、授朝议

郎新州刺史（广东新兴）等职。这类官职不是世袭荫封，而是凭自己的才干获得

的。甯道务未涉军门，无尺寸之功，获得这样的职务，当是由于其有一定的汉文



化水平。

甯纯文化水平也很高，他还特别善于书法。钦州钦北区板城镇与小董镇之间

的安京山，隋唐时期设有安京县，因山而得名。原来山上有前人书写“安京山”

三字，不知为何原因，甯纯叫人抹掉“安京山”三字，而亲自写上“罗浮山”，

字体遒劲有力，入木三分。甯纯公务之余，多教族人读书认字，写文章，并且特

别教族人练写书法，后人说他“开我钦讲求书法之风”，当非虚言。中国古代的

科举制度，若要考取功名，不但要求文章写得好，书法也非常讲究。甯纯强调书

法训练也就是出于此目的。

甯氏家族中文化水平最高的要算甯原悌，在严格的家庭教育下，他自小好学，

精通诗书，并以诗书礼义教其族人。武则天永昌元年（公元 689 年），举进士以

贤良策试于廷，当时对策者上千人，甯原悌得第九名。朝野之人认为他来自荒服

之地，竟得上第，都叹为奇异。甯原悌先被授秘书省校书郎，后累官至谏议大夫。

睿宗景云二年（公元 711 年），睿宗要以西城、隆昌二公主入道为女冠，并为营

建寺观。甯原悌上言，认为释道二家皆清净为本，不当广营寺观，劳民费财；梁

武帝致败于前，先帝取灾于后，殷鉴不远。今二公主入道，将为之置观，不宜过

为崇丽，取谤四方。同时认为，先朝所狎诸僧，尚在左右，宜加摒弃。他的意见

得到了睿宗的采纳。玄宗时，甯原悌复以谏议兼修国史，因直书不隐而被罢官。

甯原悌作为俚僚地区的早期进士，在当地影响较大，至今狼济山有石室，传说为

甯原悌当年读书之所，后人还在今钦州北二里为他立祠，称为“谏议庙”。
[6]

甯原悌对甯氏族人的影响较大，直至宋代，其后人仍代有文人学士辈出。南

宋绍兴年间（公元 1131～公元 1162 年），甯原悌后人甯宗乔，天性笃淳，学问渊

博，颇受当时人的敬重，绍兴十八年（公元 1148 年）甯宗乔举进士第。其弟甯

宗谔，在绍兴二十四年(元 1154 年)也考取了进士。宋人周去非评价甯氏家族说：

“诸甯今为大姓，每科举曾有荐名者。”
[7]
周去非是宋代文人，在桂林任通判期

间应钦州学官的邀请曾到钦州讲学，并实地考察了钦州地区的文化、民俗情况
[8]
，

他对甯氏家族作出这样的评语是很难得的。综以观之，甯氏家族的文化水准非但

在本地区影响大，就是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地位。



二、甯氏家族在唐代科举制度中的地位

隋朝令狐熙任桂州大总管，要求岭南各州县办学校，推广汉文化教育。甯氏

家族因自身汉文化素质较高，因此在辖地内推广汉文化教育也最积极。到了唐朝

时期就有甯原悌、姜公辅在全国科举考试中获得名次。能在唐朝科举中获得名次

那是相当难的，几乎是万里挑一。下面我们简要介绍唐时科举制度情况，便知甯

原悌、姜公辅获得名次的艰难，同时也了解甯氏族家族推广汉文化教育的深度。

我国科举考试制度起于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 606 年），而科举制在俚僚人地区

的推行则是始于唐代。唐朝逐渐完备了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取士的途径大要有

三：由中央和地方学校的学生通过校内考试合格之后，送礼部参加省试，称之为

“生徒”；由州县每年考选社会上学有所成的士子，按规定名额送到礼部参加省

试，称之为“乡贡”；由皇帝诏举并亲自主持考试的叫做“制举”。参加礼部省试

的科目名目繁多，常行的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唐初

科举考试最重视秀才科。推荐考秀才科而未能录取，州、郡长官有罪，因此各地

方官很害怕贡举秀才。加上秀才科的要求高于进士科，考试的内容为方略策五道，

要求不许徒托空言，要有济世安邦切于时用的真知灼见，故而士人多有意回避。

到唐高宗初年，只好废止秀才科。科举考试及格，称为“登科”“及第”。进士科

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明经科录取人

数多，较易；进士科录取人数少，较难。唐代重进士而轻明经。明经、进士考取

之后，还要经过吏部按“身”（体貌丰伟）、“言”（言词辨正）、“书”（楷法遒美）、

“判”（文理优长）四个标准进行考试，合格者才能授官，真正选拔出符合封建

统治者需要的人才。科举制打破了魏晋以来以门第取人的“九品中正制”，专门

以考试方法来挑选人才。为广大封建地主阶级各阶层知识分子提供了参加政权的

机会，协调了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的矛盾，扩大封建政权的阶级基础，成为巩固

封建中央政权的有力的统治工具。

由于中央王朝的重视，科举在各州县逐步推动，俚僚人地区也有不少人，经

州县荐举，参加了科举考试，并由此迈入仕途。贞观七年（公元 633 年），藤县

李尧臣中试进士，为俚僚人地区的第一个进士，被任为交州刺史。永昌元年（公



元 689 年），钦江（今钦州）人甯原悌中进士，官任谏议大夫，玄宗时兼修国史。

广德二年（公元 764 年），灵山人姜云辅中进士，姜公辅是中唐时期的一位名臣，

举进士，有高才，曾被召为翰林学士。他每次登殿陈述意见，言词恳切，说理透

彻，所以唐德宗很器重他，后来升任谏议大夫，进中书门下平章事（摄宰相职务）。

但因反对唐德宗动用巨款造塔厚葬在途中死亡的女儿，触怒了唐德宗，结果被贬

职，调任泉州别驾。唐顺宗即位后，起用姜公辅为吉州刺史，但还未上任便在泉

州病故。他的诗友秦系将姜公辅遗体安葬在福建南安县九日山。姜公辅留名青史，

千古并崇。历代文人曾赋诗歌颂他的高风峻节。唐宣宗年间（公元 847～859 年）

临桂曹唐、阳朔曹邺先后中进士。曹唐曾任府从事，后隐居成道士。曹邺曾出任

洋州刺史，后辞官隐居桂林。唐昭宗乾宁二年（公元 895 年），临桂赵观文状元

及第，为俚僚人地区的第一个状元。南汉时，平南人梁嵩亦中状元，但因南汉僻

处岭南，不是全国性的考试，故俗称梁嵩为半个状元。唐至五代，俚僚人地区士

子共中进士 12人（其中南汉 2 人），除上述所列之名外，还有富川的毛承吟、毛

延锋、毛延瑀，博白的梁恩和平南的周邦。这一时期，俚僚人地区中进士的较少，

一方面反映出俚僚人地区在儒家文化水平上与中原地区的差距，另一方面也有参

加考试人数较少的原因。按照唐朝的规定的乡贡是生徒，每年所送考生都有名额

限制。会昌五年（公元 845 年）规定，中原各道所选送的考生进士分别为不能超

过 10人、15 人、30 人，明经分别为不能超过 15人、20 人、50 人，而“金汝、

盐丰、福建、黔府、桂府、岑南、安南、岭南道进士不得过七人，明经不过十人”。

可见，俚僚人地区送考人数在全国属最低等级。从俚僚人地区中进士的人员分布

看，又都是在俚僚汉杂居的桂东、桂北地区，这与唐时州县学设置地是一致的。

因为学校的培养目标就是准备参加科举，学校教学内容就是科举所考的内容。科

举的推行，促进了俚僚人地区官学、私学的发展，作为科举考试预备阶段的学校

教育事业开始得到许多地方官吏的重视和支持，虽然当时俚僚聚居的桂西地区尚

无参加科举的记载，但科举在壮汉杂居地区的发展，无疑对俚僚人聚居地区造成

很大影响，宋以后科举在这些地区就得到推行了。

从上述材料可知，唐朝初年考取进士的有 3人，分别是藤县李尧臣、钦州甯



原悌、灵山姜公辅。其中的甯原悌、姜公辅是钦州籍。说明甯氏族家族除开加强

自身的汉文化教育外，也影响到外姓人。宋代周去非说“诸甯今为大姓，每科举

曾有荐名者”，意思是说，自唐朝以来，每次科举都有甯氏族人报名，并且得到

当地官府的推荐，可见甯氏学子之多。

三、在俚僚人中推广汉文化

俚僚地区教育发展逐步向中原封建文化教育的倾斜和交融，是有其社会基础

的。其中之一就是在长期与汉族人民交往过程中，整个俚僚地区汉文化水平的提

高，它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这种提高又是与封建统治的加强，南来汉人

的增多分不开的。

甯氏家族在本族内加强汉文化教育的同时，也向当地的俚僚人传播汉文化。

其传播汉文化的举措，除了直接传播汉字和在具体的生产、生活中传授先进技术

和先进经验之外，还可分为如下几方面：

1．在俚僚人中推广使用汉姓

中国的姓氏，是由汉族的先祖发明的，是汉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其起源我

们已经在前面的第一章中说过，这里再进一步说明其发展。

自从姓氏产生之后，发展很快，以至历代文献中说到姓氏时，数量出入颇大。

例如，战国末期的《世本》所收录的姓氏有 893 个，西汉史游的《急就篇》却只

有 300 多个，东汉应劭的《风俗通·姓氏篇》约有 500 个，唐朝林宝的《元和姓

纂》有 1232 个，宋朝郑樵的《通志·氏族略》有 2255 个，但宋朝流行的《百家

姓》却只有 500 个，可能只是当时较大的姓氏。到元朝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收录的姓氏达到 3736 个，明朝王圻的《续文献通考》有 4657 个，近代台湾的王

素存的《中华姓府》有 7720 个。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又有不少收录姓氏的专著

问世，如窦学田编的<中华古今姓氏大辞典》，收录的姓氏达 12000 多个。由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完成的《中国姓氏大辞典》（袁义达主编），收录的姓氏则达到

了 23813 个，这是目前所知收录古今姓氏最多的专著，但其中的大部分已经不再

使用，今日仍使用的约有 7000 个。这些不同的数字，大致反映了姓氏在历史上

的发展变化之大。



自秦汉以后，姓氏的发展，一方面是不少汉人改换姓氏，另一方面是有许多

少数民族跟从汉姓。汉人改换姓氏的原因，从历史上看主要有三个：其一是皇帝

赐姓，例如唐太宗曾经给一些异姓的有功之臣赐姓为李，这是褒奖性的赐姓。还

有贬斥性的赐姓，例如隋炀帝诛杀杨元感，改杨氏为袅氏；武则天赐有罪之人以

虺氏。其二是避难改性，古时有许多人因犯罪而惨遭诛灭九族，其家族为了逃难，

就改换姓氏，如民间传说的将谭改为覃、将韩改为韦，等等。这种情况在历史上

可能是有的，但不能说所有的覃姓、韦姓都是由谭、韩改姓而来，因为在谭姓、

韩姓产生之前早就有了覃姓、韦姓。其三是因避讳而改姓。古时皇帝的名字，别

人是不能再使用的，就连同音的字也不能用。这叫做避讳。例如汉明帝名庄，原

来姓庄的人为了避讳，就改为严姓；晋景帝叫司马师，原来的师氏就改成了帅氏。

但这也不是说，所有的严姓、帅姓都是由庄姓、师姓改换而来。

少数民族跟从汉姓的情况更加复杂。在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原来都没有姓

氏，例如壮族的先祖西瓯、骆越就是如此。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军攻

打岭南时击杀的西瓯君叫“译吁宋”，就只是个名字而已，并没有姓。西瓯的君

王尚且如此，其下臣民也就可想而知了。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到赵佗建立南越国

时，岭南越人就开始有姓有名了。较早的例证有南越国丞相吕嘉；到南越国后期，

又有瓯雒佐将黄同。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在岭南地区设置了九个郡，应该有更

多的越人跟从汉姓。以后姓氏逐渐在民间普及，直至今日，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

个个都是有姓有名了。这些姓氏，绝大部分都是汉姓，极少是少数民族独有的，

所以叫做“跟从汉姓”。

越人为什么要跟从汉姓？总的来说，应该是受到汉文化影响的结果。但是，

汉姓繁多，要跟从其中的哪一姓？其中的缘由已经无从考证，只能从事理来作一

些推论。从心理层面来看，人们不会选择那些惩罚性的赐姓，首先要考虑的是哪

一个姓氏对当地土著的影响大，影响大的姓氏，应该是人们的首选。隋唐时期在

今桂东南一带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甯氏，俚僚人想要跟从的，也莫过于甯氏。但是，

也不是所有想跟从甯氏的人都可以姓甯，而要经过一定的选择。甯氏家族的人会

说：“你配吗？”“配”还是“不配”，其中就有一个潜在的标准。这个标准之一，



就是对甯氏要有所贡献。比如，在甯氏的武装部族中肯定有不少土著越人，对那

些在作战中立下战功的越人，甯氏的部将会采用皇帝“赐姓”的办法，给他们跟

从甯姓。所以，跟从汉姓也有一个“双向选择”的问题。

另外，除了跟从甯姓以外，还有“乱点鸳鸯谱”的情况，这方面可以台湾高

山族中的布农人为例。布农人原来住在高山中，也没有汉姓。后来，大约是清朝

或是二战收复台湾后，汉官为编户籍，才随便给他们安上王、田、伍、全、辜等

姓氏，以后一直沿用至今。由此反推到隋唐时期，甯氏族家族进入钦州后开辟了

11个新县，又将广大的西原地区纳入自己的辖地。钦州及西原地区的俚僚人原来

都没有姓氏，很难详细登记造册。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很自然就模仿汉姓起名字，

最初是给一个部落酋长命姓，例如某部落酋长被命为姓黄，其部落所有的人也随

之全部姓黄。所以，进入初唐以后，西原地区的俚僚人突然被冠以韦、周、黄、

侬四大姓，其实是四个大的部落，分别命名为韦姓部落、周姓部落、黄姓部落和

侬姓部落。这韦、周、黄、侬四大姓，一直到现代都是壮族的大姓。在当今的广

西人中，凡姓韦、黄、侬者，95%以上是壮族。可以想象，除了甯、韦、周、黄、

侬之外，还有其他部落外的俚僚人跟从其他汉人的姓。这些汉姓的出现，应当与

甯氏家族推广汉文化有密切关系。

2．促进俚僚社会结构的变化

俚僚人有了姓氏以后，原来的社会结构就逐步起了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

由氏族制向宗族制转化。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先简略介绍一下宗族在历史

上的起源和发展概况。

氏族是一个由血缘组成的社会组织，也是集体的经济单位。氏族社会开始时

是母系氏族制，后来又转变为父系氏族制。宗族是在原始社会后期母系氏族制度

向父系氏族制度过渡时期的产物，是介于氏族和家族之间的一种次生血缘组织。

随着社会的发展，有独立生存能力的子、孙逐渐脱离父族原来的大家族而组成一

个个独立的个体小家庭。这些独立的小家庭之间，依靠血缘的纽带来维系，就形

成了宗族。所以，《尔雅·释亲》说：“父之党为宗族。”而宗族血缘的表征就是

姓氏。一个个姓氏把一个个不同的宗族、家族群体区分开来，成了区分人类血缘



与族群关系的文化符号和族人的精神依托。汉班固《白虎通·宗教》云：“族者

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

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

宗族的基本特征，有人概括为五点：第一，有共同的始祖和宗庙，有特定的

祭祀。第二，宗族各有族长，谓之“宗子”“宗主”。第三，有共同的姓氏。第四，

有公共财产，同宗共财。第五，有共同的墓地。
[9]
其实，这几个特点，氏族也同

样具有，不如视之为氏族和宗族共同的基本形态。氏族和宗族二者的区别，在于

与政治关系的密切程度。氏族首领可以被早期国家任命为某种职官，氏族也可能

被纳入国家政治体系，但氏族内部却没有受到政治的重大影响和冲击。而宗族则

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宗族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上适应了政治需要的氏

族，是以政治为灵魂的氏族，在宗族的肌体内流淌着的是血缘与政治的混合物。

在历史上，宗族宗法大致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上古西周时期，

是在封建领主制下实行爵位与地权合一的宗子类型宗法制：第二阶段为中古时

期，包括东汉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中期，是在门阀世族地主经济制约下出现的严格

等级性宗法宗族制；第三阶段为封建社会后期，主要是明清时代，宗法宗族制逐

渐推行于庶民之家，宗族组织变成为封建社会的基层社会组织。宋代则是由前者

向后者过渡时期。总的来看，宗族的发展趋势是以与政治紧密结合为开始，最后

又从政治中淡出。这个分界线从宋朝开始，宋元以后宗族的政治特权逐渐削弱，

逐渐民众化，社会功能逐渐转强。这些发展变化，受到封建土地关系的发展变化

所制约。
[10]

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宗族，有两个中心点，一是“宗统”，一是“君

统”。所谓“宗统”，是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祖先崇拜为信仰的宗族系统。所

谓“君统”，则指以君主的权力为中心，以行政权力为联结方式所形成的政治结

构。就本质而言，也可以把宗族看成是由两条线拧成的一股绳索，一条线是氏族

时代以来的血缘关系，一条线是自封建以来的政治需要。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前一条线虽然始终未曾断绝，但却逐渐削弱；后一条线则逐渐增强，渐次处于主

导的地位。西周时期，君统与宗统合二而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动，君统

与宗统“若即若离”，但是，“尊君卑臣”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所以，“天子之



外，无敢营宗庙者”。秦汉时期，君统与宗统分离，“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

也就是民间常说的“看坟屋”。在此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平民都是不能建庙堂

的，所以“庶人无庙”。直到明嘉靖十五年（公元 1536 年），礼部尚书夏言才呈

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说：“臣民不得祭其始祖、先祖，而庙制亦未有

定制，天下之为孝子慈孙者，尚有未尽申之情……乞召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

祖……乞召天下臣工立家庙。”嘉靖皇帝于是下诏“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此后，

士民不得立家庙的禁限才被打破，到清代时宗族组织、宗祠已经极为普遍。

在宗族还没有平民化之前，它是作为一种特权阶层的组织而存在的，普通老

百姓并没有建立宗族的权利。在甯氏统治桂东南的南朝、隋唐时期，正是甯氏宗

族大权在握、平民唯命是从的时候。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弗里德曼曾研究过中国东

南部的宗族情况，他在《中国东南区的宗族组织》（1958 年版）和《中国宗族与

社会：福建与广东》（1966 年版）两本专著中认为，中国东南地区的宗族的特点

之一是处于“边陲地区”，需要开发处女地和大量的自卫力量；为了满足这两种

需要，人们需要组合成合作性的群体；而从中原迁移到“边陲地区”的汉人，从

家乡带来了父权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为他们提供了在新的地区发展或重构新的

宗族组织和文化系统的思想指导，使他们有可能为了开发与自卫而利用宗族组织

合作性的群体。弗里德曼所说的情况，与甯氏统治俚僚地区时的情况是相似的。

具体说来，宗族姓氏文化对俚僚社会结构的影响，可概括为如下几方面：

一是进一步加强父权制。隋唐时期的俚僚，已经发展到父系社会，但母系社

会的影响仍然很重。而原在北方的甯氏家族，早己进入成熟的父系社会，父权的

确立早已深入人心。他们来到岭南后，特别是在甯氏统治桂东南地区时期，通过

他们的言传身教，使俚僚人（特别是跟从甯姓的俚僚人）加强了父权的观念。虽

然他们采取的具体措施今日已经无从知晓，但从结果来看，今日桂东南和桂西的

妇女地位相差甚远。桂西地区男子到女家“上门”还比较常见，而这种现象在桂

东南则极少见到。这种差别的形成，从历史来看，不能说与甯氏加强父权观念的

举动毫无关系。

二是推行和确立嫡长承袭制。嫡庶之分是宗法制度的关键。商代时的王位继



承，还没有嫡庶之分，并不是只有长子才能继位为王的制度，商人就无嫡庶之制。

又据《史记·周本纪》：“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

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

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如荆蛮，文身继发，以让季历，古

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可见周初也没有长子继承制；到周公制礼作乐时，

长子继承制才最后完成了。甯氏家族原来是山东大族，嫡庶之分早已深入他们的

心中，他们来到岭南后，必然推行嫡长承袭制，对俚僚社会必然有着深刻的影响。

三是同姓不婚，将血缘宗族扩大为地缘宗族。在原始氏族社会，同氏族的男

女虽然已经不能结婚，但并不很严格。宗族形成后，“同姓不婚”是比较严格的。

这就促进了异姓之间的联姻。联姻的结果，就使原来的血缘宗族变成了地缘宗族，

从而扩大了宗族的活动和影响范围。

四是规范祭祖活动，发挥“敬宗睦族”的作用。祭祖活动是氏族和宗族最重

要的活动。氏族社会的祭祖活动还没有严格的规范，而宗族社会就有严格的等级

规范了。祠堂是祭祖的神圣场地，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殷商时期，当时同姓者有

共同的宗庙，同宗者有共同的祖庙，同族者有共同的祢庙，宗庙制度逐步完备。

《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

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

（正屋）。”太祖之庙，即始祖之庙。所谓昭穆，是多代祖庙的排列位置即始祖居

中，左昭右穆，奇数为昭，偶数为穆，第一代、第三代、第五代为昭，第二代、

第四代、第六代为穆，如此类推。总之，在宗族宗法制度下，俚僚人的思想观念

必然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例如，“族规”，它最初只是教子孙处世接物、应对进退

的一些仪节和规式，后来才逐渐演变为一种专门绳索宗族成员的规章。这些仪节、

规式、规章，当然都是汉式的，因而使俚僚社会原来的习俗受到涵化。又如“个

人服从集体”的观念，在宗族制度下，它要求个人利益服从家族宗族利益，甚至

为家族宗族利益作出牺牲，强调的是人们应尽的义务，而不是应该享受的权利。

这样，扩而大之，家族服从于地方，地方服从于国家，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3.帮助当地汉族和少数民族创造土俗字

在汉文化影响下，俚僚人独创了土俗字。土俗字又称古壮字或方块字。现代

钦州地区仍保存有不少的古壮字，其中最多的是“那”地名。在乡镇一级有那蒙

镇、那香镇、那丽镇、那彭镇、那思镇。村一级的“那”地名就更多，有那朴、

那桃、那美、那兰、那料、那京、那庆等，还有用“那”字命名的河流、田地、

山岭更是难以计数。俚僚语称水田为“那”，与汉字读音相近，土俗字写作“”，

是为上下结构，读音“那”。上为"那”，取俚僚语之音，下作“田”取汉字之意。

另外，在钦州地区还多见“板”“渌”字等地名，也都是俚僚人士俗字。“板”是

村子之意，“渌”是山谷之意。

土俗字最早是由俚僚人一些受汉文化教育的文人（也包括巫师）借助汉字或

汉字的偏旁部首创造的。土俗字曾在民间普遍使用的有 4800 多个字，另外，还

有音同义同而写法不同的异体字 8000 多个。土俗字的构造方式，是借、仿、创

三者结合。借，是借汉字或汉字的偏旁部首。仿，是模仿汉字六书中的方法。创，

是再创造文字。土俗字的构字方式，大体有如下 4 种：①形声字，是利用汉字的

偏旁部首和意符组合而成的字。②会意字，是利用汉字本体的意义，加上一些特

殊的符号，或者是以两个以上的汉字合并而成的字。③借汉字，是直接借用汉字。

有借音和借义两种。借音是借用汉字的正者或谐音来记录俚僚语字。一经借用，

其原来汉义不复存在，而是表示俚僚义了。另一种是借音借义字，是既借音又借

义的字。④象形字。是依物赋形，依事描样，以简单而富有概括力的笔画，勾画

出物体的基本形象。

壮族是俚僚人的后裔，壮族民间曾普遍用土俗字来记录或书写神话、故事、

传说、歌谣、谚语、剧本、楹联、碑刻、药方、家谱、家族、契约、讼诉、经文、

记财等，土俗字为研究壮族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至风土人情，提供了

可资的文字材料。

土俗字起源于唐朝。上林县《六合坚固大宅颂》是武则天时期的碑，刻于唐

高宗李治永淳元年（公元 682 年），有 5 个字不是汉文字，学术界多认为是最早

的土俗字。撰写碑文者是韦敬办，传说韦敬办是澄州壮族首领韦阙的长子。韦阙



在唐武德七年（公元 624 年）持节压伏“生蛮”，开拓化外，诏领澄州刺史。唐

永淳元年（公元 682 年）前，韦阙去世，韦敬办承袭父职，入仕为官，做了四品

衔的县令。接着用武力击败了与他争位的兄弟，掌握大权。在志得意满之余，韦

敬办兴建了城堡式的庄园大宅，并用汉文撰写了《六合坚固大宅颂》碑文，刻制

成碑，借以抒发其成功的喜悦和抚绥治下的人心。韦敬办是俚僚人中汉文化水平

较高的知识分子。他写的碑文中用了一些土俗字，说明当时土俗字已经开始形成，

但流通还不很广。

宋朝时土俗字已在壮族土官中流通，他们呈报的公文中往往夹杂有古壮字。

南宋范成大任靖江知府，在他所著的《桂海虞衡志》书中，对古壮字的使用情况

有较具体的记载，当时称“土俗字”，书中说：“边远俗陋，牒诉券约，专用土俗

书，桂林诸邑皆然。”

明清时期，土俗字己在民间普遍流通。康熙年间，吴琪为浔州推官，所收辑

的《粤风续九》，其中的《俍歌》和《僮歌》通篇已用古壮字来书写了。根据研

究统计，该书共收当时浔州一带流行的民歌 110 首，其中《俍歌》29首，《僮歌》

7首。用的土俗字 580 个。其中和武鸣现代流行的古壮字相同的 337 个。其他虽

不相同，但可依汉字念壮音。

从上述材料可知，土俗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起源的。甯氏家族在钦州地区推

广汉文化教育，使钦州地区成为当时广西汉文化最发达的州县之一，其中必有很

多俚僚子弟学习汉文化，他们在学习、运用汉字过程中，也会创造土俗字。钦州

有如此多的土俗字地名流传至今，相信有相当部分是从唐朝时期流传下来。甯氏

家族团结当地的俚僚人民，缓和、消除了土著民族汉民族之间的隔阂和矛盾，促

进了两个民族的团结与合作。对稳定社会秩序有重要作用。当然，当地的土著民

族也有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如加工和处理象牙、玳瑁、珠玑等手工产品，特别

是制造铜鼓的技术，栽种水稻、瓜果、蔬菜等技术，南来的甯氏家族等汉人到了

新的环境，为了适应新的自然条件和生活习惯，必然得向俚僚人学习。两族人民

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共同创造光辉灿烂的环北部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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